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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i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close alliance relationship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level of enterpri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member capacity,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intensity on 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secondly, from external and internal perspectives, constructs a dual mediation model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alliance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bility in the influence process, so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from two way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lationship streng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formal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Allianc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both play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s in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formal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which verifies the double mediation paths of member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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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研究
——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的双中介作用
摘要：联盟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建立并维护紧密的联盟关系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知识治理水平。根据所构建的“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研究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其次，从外部与内部两种视角入手，构建双中介模型，考察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从两种路径剖析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均存在正向影响；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成员能力的双中介路径。
关键词：联盟企业；关系强度；知识治理；联盟能力；知识吸收能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资源。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复杂性、难以模仿性等特征，企业需要进行有效的知识治理以赢得竞争优势。战略联盟为联盟企业获取、吸收和整合知识提供了便捷条件[1]，是企业完善自身知识治理的有效载体。然而，由于联盟伙伴目标不一致、在信息和认知上存在差异以及缺乏有效沟通等原因，联盟各方往往会产生冲突[2]，导致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造成联盟企业之间知识合作的困境，使得企业通过联盟获取并有效利用知识的愿望难以实现。因此，联盟企业如何通过关系维护，塑造有利于知识治理的情境，有效规划和管理知识，实现高效的知识治理，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知识治理现已得到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3-6]。对于知识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企业个体层面，从知识特性[7-8]以及知识活动主体[8]等方面展开探讨，但鲜有文献以联盟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联盟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联盟网络关系是一种网络资源。从这一角度来看，联盟关系的构建是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9]，这种关系的强弱会影响联盟企业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10]以及联盟企业之间的沟通、信任和合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能否在联盟合作过程中实现高效的知识治理。因此，需要关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
此外，在企业借助联盟合作获取所需的知识、实现企业知识治理的过程中，成员能力往往会影响其预期绩效的实现。从联盟整体视角来看，联盟成员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合作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现象使得企业不愿意充分共享知识，有效的联盟管理则是避免这种“联盟陷阱”的关键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能力，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企业个体视角来看，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和复杂性，企业即便通过联盟获取了所需的外部知识，但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利用往往并不容易，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研究模型，考察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同时，从外部与内部两种视角出发，将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研究框架，验证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影响过程中的双中介效应，从而揭示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内在机制，为联盟企业有效利用联盟关系、提高企业知识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
Grandori[11]最早提出知识治理这一概念，并指出知识治理是对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共享、交换等知识活动过程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对知识治理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和延伸[12-13]。本文参考任志安[13]的分类方法，将知识治理分为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认为知识治理是指组织通过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机制和激励方式，以实现知识的获取、转移、共享、整合、应用等知识管理活动的最优化。其中，正式知识治理是指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赏罚机制、领导权等方式治理知识；非正式则主要借助企业文化氛围、管理方式、员工公平感等方式治理知识[14]。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嵌入在一定的“联结”中，这些“联结”相互交织，构成了交叉和重叠的网络[15]。在这一交互作用的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往往会形成密切的关系。潘文安[16]认为，关系强度是指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联盟网络关系强度描述了联盟成员联系的频繁程度和组织资源对联系承诺的程度[10]，反映了特定关系的双方或多方通过联盟关系传递资源量的多少[17]。
随着联盟成员之间关系强度的提高，企业之间的联盟活动更频繁，合作中投入的资源数量更多[18]，有利于企业间形成良好的关系资本，约束联盟成员的行为，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提升共同行动和联合规划的意愿，从而促使联盟企业建立更为开放、包容的规章制度及契约安排，放松对合作项目的制度限制，使联盟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向有利于知识治理的方向更新改进。比如，通过建立适合知识治理的分权式组织结构，赋予从事相关知识工作的基层人员更大的权利，缩减一些复杂的制度限制，从而减少对联盟企业间知识合作的阻碍。同时，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双方企业员工提供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联盟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员工积极传递和共享知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往往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承诺的基础上[19]。联盟关系的增强能够提高联盟双方的互惠意识，促进企业建立良好的知识分享氛围，形成宽松的管理风格，鼓励员工积极共享知识、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并使之成为一种组织习惯与心理契约，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此外，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关系能够克服合作伙伴间的文化差距[20]，有利于双方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向对方学习，使联盟成员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更好地契合联盟企业的知识管理活动，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b：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
联盟能力是企业通过学习、共享和应用联盟管理的技巧和经验所形成的联盟管理能力[21]。联盟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越高，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就越频繁，通过不断的互动，企业会积累大量与合作相关的知识和经验[22]，这些知识和经验会逐渐在企业内部扩散开，融入到企业日常活动和管理中，提高企业对联盟合作项目的协调管理效率以及对各种资源的整合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联盟能力。同时，紧密的联盟关系能够为联盟双方提供更多一起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且随着关系的增强，双方情感上的认同度也逐渐提高[23]，当联盟合作中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联盟成员更愿意通过交流磋商共同解决问题，企业间情感的认同会使企业间的分歧逐渐减少，企业的联盟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一般而言，在联盟企业中，竞争与合作总是同时存在、相伴而生的，这导致很多企业存在顾虑而不愿意充分共享知识。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能力，联盟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对联盟合作的促成、驾驭以及企业自身的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在达成联盟契约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企业采用合理有效的程序和机制，促进联盟知识活动顺利开展，有利于联盟企业内部知识治理。从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拥有较强联盟能力的企业能够借鉴联盟活动中的知识管理经验，运用有效的管理控制手段加强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引导和控制[24]，并根据联盟知识合作的需要对企业自身知识治理的相关制度、契约等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使联盟企业逐渐形成合理高效的契约规定及制度框架，发展有利于联盟合作的组织架构及激励计划，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从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具备较强联盟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一些跨文化管理培训使企业更好地认识联盟企业间的文化冲突，加深彼此的文化理解和认同[24]，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在知识治理过程中形成更加和谐的组织氛围与行为规范；同时，联盟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帮助企业在知识管理活动中勇于革新，灵活应对，有助于企业形成创新、高效的管理风格，促进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可见，联盟企业间的关系强度能通过促进企业联盟能力的提高进而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b：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消化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25]。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中，联盟双方彼此具有高度的信任，能够促进企业建立正面、积极的行为预期，使其更愿意承担风险，积极地进行信息分享[26]，从而帮助企业更容易通过联盟方获取有价值的知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此外，企业之间较强的关系意味着双方的交流互动频繁，沟通渠道顺畅，双方能够有更多机会就知识互动中存在的难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将知识以易于理解的形式来传递表达，有利于联盟企业对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获取、吸收和转化，由此提高联盟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

在联盟企业的合作过程中，知识的传递和交换充满了不确定性。知识本身的复杂属性造成了企业对知识理解和吸收的困难，使得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获取和转移很难顺利进行[27]。作为企业的一种内部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的积累能够促使联盟企业快速准确地识别和获取所需知识，并充分理解外部知识，将外部的复杂知识简单化，隐性知识显性化[28]。联盟企业运用知识吸收能力能够将获取的新知识与既有知识进行整合，使外部知识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知识，促进知识转移、共享和使用最优化，从而有效实现企业知识治理。同时，从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联盟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越容易吸收外部的一些显性知识和经验，帮助企业更好地构建并完善知识治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架构等，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而在非正式知识治理方面，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还能帮助联盟企业识别外界的隐性知识和潜在信息，使联盟企业从外部环境学习中吸收有效的知识管理经验，帮助联盟企业形成适合知识治理的组织氛围和管理风格，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因此，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关系有助于联盟企业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而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确定了各变量测量量表的初始题项。为确保相关题项能准确表达其初始内涵，对于一些英文文献的测量量表，本文采用“翻译—回译”法，翻译成中文并回译成英文，通过比较、分析，形成最终的中文题项。其次，邀请了4名相关领域专家对各变量测量量表的指标选择、可信度、完整度和内在逻辑等进行分析，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选取了拟调研企业中的5位中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就量表的语言表达和措辞等展开进一步探讨，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完善，以方便受访者更准确地理解问卷内容。
关系强度量表主要参考了Capaldo[29]、彭伟和符正平[30]的研究成果，从与联盟方的互动、资源投入量、合作范围、合作关系4个方面测量。知识治理量表参考Lawson等[31]、曹勇和向阳[32]的研究，分为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2个维度，其中，正式知识治理量表描述了与知识治理相关的奖励机制、晋升机制、组织结构、部门合作、规章制度5个方面；非正式知识治理量表包括知识治理的氛围、风格、管理的公平性、员工交流4个方面。联盟能力量表主要参考Schreiner等[33]、刘景东和杜鹏程[34]的研究成果，从联盟的协调机制、工作调整、问题解决以及对联盟方的支持4个方面测量。知识吸收能力量表则主要参考李刚等[35]、Zahra和George[36]研究成果，从对外部知识的判断、理解、融合和应用4个方面测量。本文涉及的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性质、所属领域以及调研企业与联盟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进行衡量；企业性质包括国有/国有控股、集体/集体控股、民营/民营控股以及其他，分别赋值1、2、3、4；产业类型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分别赋值1、2、3；调研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同一行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 调研与样本回收
本文主要采用判断抽样，并辅之以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将问卷通过某高校MBA、MPAcc学员以及关系网络发送至调研企业受访者，并借助邮箱和问卷星等网络形式将电子版问卷发送至相关企业受访者。在问卷发放过程中，调研团队对问卷中存在的不易理解的语句和术语进行及时解释，尽可能提高数据收集的可靠性。问卷收集历时2个月左右，共计回收192份，剔除27份不合格问卷后，最终得到16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5.937%。
为了避免同源偏差，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同源偏差检验，把所测量变量的所有题项放在一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0.955%，表明本文数据的同源偏差不严重。
2.3 样本特征

本文针对样本企业的规模、性质、产业类型以及与联盟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可见，员工人数为1-50人、51-200人、201-500人、501-1000人、10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42、36、36、26、25家；属于四种性质的企业分别有114、21、16、14家；属于第一、二、三产业的企业分别有5、48、112家；此外，有128家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同一行业，另外37家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不同行业。
表1 样本特征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企业规模（ES）
	1-50人
	42
	25.455%

	
	51-200人
	36
	21.818%

	
	201-500人
	36
	21.818%

	
	501-1000人
	26
	15.758%

	
	1000人以上
	25
	15.152%

	
	合计
	165
	100%

	企业性质（EC）
	民营/民营控股企业
	114
	69.091%

	
	国有/国有控股企业
	21
	12.727%

	
	集体/集体控股企业
	16
	9.697%

	
	其他企业
	14
	8.485%

	
	合计
	165
	100%

	产业类型（IT）
	第一产业
	5
	3.030%

	
	第二产业
	48
	29.091%

	
	第三产业
	112
	67.879%

	
	合计
	165
	100%

	企业与联盟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SI）
	是
	128
	77.576%

	
	否
	37
	22.424%

	
	合计
	165
	100%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 α值和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CITC）进行信度检验。由于题项AC1的CITC值为0.256，且删除AC1后联盟能力的Cronbach’s α值增大，因此删除AC1。删除AC1后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且所有题项的CITC值均大于0.5，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均是在参考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该领域专家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形成的，因此，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由表2可知，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且都通过了Bartlett球体检验，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各变量的题项均能聚合为一个因子，且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方差解释率最小为61.284%，这表明该测量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

表2 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Cronbach’s α值
	CITC值
	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α值
	KMO值
	Bartlett

球体检验
	因子
载荷
	累积方差
解释比

	关系强度（RS）

	RS1
	0.783
	0.586
	0.742
	0.774
	180.655（0.000）
	0.775
	61.284

	
	RS2
	
	0.613
	0.720
	
	
	0.791
	

	
	RS3
	
	0.594
	0.727
	
	
	0.779
	

	
	RS4
	
	0.594
	0.727
	
	
	0.786
	

	正式知识
治理（FKG）
	FKG1
	0.958
	0.862
	0.952
	0.905
	923.474

（0.000）
	0.912
	86.116

	
	FKG2
	
	0.865
	0.953
	
	
	0.914
	

	
	FKG3
	
	0.907
	0.945
	
	
	0.942
	

	
	FKG4
	
	0.910
	0.945
	
	
	0.943
	

	
	FKG5
	
	0.889
	0.948
	
	
	0.929
	

	非正式
知识治理（IKG）
	IKG1
	0.954

	0.848
	0.951
	0.862
	717.689

（0.000）
	0.912
	87.932

	
	IKG2
	
	0.867
	0.945
	
	
	0.924
	

	
	IKG3
	
	0.924
	0.928
	
	
	0.958
	

	
	IKG4
	
	0.918
	0.931
	
	
	0.955
	

	联盟能力（AC）
	AC2
	0.861
	0.660
	0.842
	0.820
	293.977（0.000）
	0.806
	70.590

	
	AC3
	
	0.759
	0.800
	
	
	0.874
	

	
	AC4
	
	0.717
	0.818
	
	
	0.847
	

	
	AC5
	
	0.696
	0.828
	
	
	0.831
	

	知识吸收
能力（KAC）
	KAC1
	0.889
	0.830
	0.831
	0.705
	784.177（0.000）
	0.926
	75.864

	
	KAC2
	
	0.686
	0.887
	
	
	0.809
	

	
	KAC3
	
	0.688
	0.883
	
	
	0.809
	

	
	KAC4
	
	0.840
	0.827
	
	
	0.931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3.2 回归分析
3.2.1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的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作用，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第二步放入自变量，构建了模型1至模型4。其中，模型1和模型2检验关系强度对正式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模型3和模型4检验关系强度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

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满足标准（Tolerance>0.1，VIF<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由模型1、2可知，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042，P<0.01），假设H1a得到支持，表明联盟企业间关系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同理，由模型3、4可知，关系强度对联盟企非正式知识治理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262，P<0.01），假设H1b也得到支持，表明联盟企业间关系强度的提高能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可见，联盟成员之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实现。

表3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FKG
	IKG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onstant
	3.328***
	-1.127**
	3.240***
	-0.770

	ES
	0.160***
	-0.010
	0.164***
	0.011

	EC
	0.080
	0.133*
	0.108
	0.156*

	IT
	-0.184
	-0.061
	-0.154
	-0.043

	SI
	-0.156
	-0.049
	-0.132
	-0.035

	RS
	
	1.402***
	
	1.262***

	R2
	0.065
	0.673
	0.066
	0.549

	Adj. R2
	0.041
	0.663
	0.042
	0.535

	F
	2.764**
	65.487***
	2.820**
	38.756***

	Tolerance
	≥0.974
	≥0.898
	≥0.974
	≥0.898

	VIF
	≤1.027
	≤1.113
	≤1.027
	≤1.113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3.2.2 联盟能力中介作用的检验
验证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时，首先检验关系强度对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其次检验关系强度对联盟能力的影响，最后检验关系强度和联盟能力对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依次构成模型1至模型7。其中，模型1、2、5、6检验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中的中介作用；模型3、4、5、7检验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中的中介作用。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5中，关系强度对联盟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06，P<0.01），而模型6中，联盟能力对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显著（β=1.148，P<0.01），同时，自变量关系强度的系数也显著（β=0.182，P<0.01），这表明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a成立。模型7中，联盟能力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仍然显著（β=1.086，P<0.01），同时，自变量关系强度的系数也显著（β=0.278，P<0.1），这表明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b得到验证。
此外，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验证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设定样本量为5000，置信度为95%，所得Bootstrap置信区间分别为[0.837，1.256]和[0.727，1.266]，均不包含0，表明联盟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a和H2b。可见，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均发挥了“中介物”作用。

表4 联盟能力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FKG
	IKG
	AC
	FKG
	IKG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Constant
	3.328***
	-1.127**
	3.240***
	-0.770
	0.051
	-1.186***
	-0.825*

	ES
	0.160***
	-0.010
	0.164***
	0.011
	0.019
	-0.032
	-0.010

	EC
	0.080
	0.133*
	0.108
	0.156*
	0.058
	0.066
	0.093

	IT
	-0.184
	-0.061
	-0.154
	-0.043
	0.002
	-0.063
	-0.045

	SI
	-0.156
	-0.049
	-0.132
	-0.035
	0.027
	-0.080
	-0.064

	RS
	
	1.402***
	
	1.262***
	0.906***
	0.362***
	0.278*

	AC
	
	
	
	
	
	1.148***
	1.086***

	R2
	0.065
	0.118
	0.066
	0.059
	0.752
	0.798
	0.659

	Adj. R2
	0.041
	0.090
	0.042
	0.535
	0.744
	0.790
	0.646

	F
	2.764**
	65.487***
	2.820**
	38.756***
	96.504***
	104.128***
	50.919***

	Tolerance
	≥0.974
	≥0.898
	≥0.974
	≥0.898
	≥0.898
	≥0.248
	≥0.248

	VIF
	≤1.027
	≤1.113
	≤1.027
	≤1.113
	≤1.113
	≤4.035
	≤4.035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3.2.3 知识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检验
根据中介作用检验步骤，本文构建了模型1、2、8、9检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构建了模型3、4、8、10检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由表5中的检验结果可知，模型8中，关系强度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显著（β=0.890，P<0.01），同时，模型9中，关系强度和知识吸收能力的系数都显著（β=0.480，P<0.01；β=1.036，P<0.01），可见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a成立。在模型10中，关系强度和知识吸收能力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系数也同时显著（β=0.383，P<0.05；β=0.988，P<0.01），说明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3b得到验证。
同样，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验证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设定样本量为5000，置信度为95%，所得结果的bootstrap置信区间分别为[0.713，1.135]和[0.621，1.156]，均不包含0，表明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可见，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中介物”作用。
表5知识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FKG
	IKG
	KAC
	FKG
	IKG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Constant
	3.328***
	-1.127**
	3.240***
	-0.770
	0.236
	-1.372***
	-1.003**

	ES
	0.160***
	-0.010
	0.164***
	0.011
	0.001
	-0.011
	0.011

	EC
	0.080
	0.133*
	0.108
	0.156*
	0.058
	0.073
	0.099

	IT
	-0.184
	-0.061
	-0.154
	-0.043
	-0.007
	-0.054
	-0.037

	SI
	-0.156
	-0.049
	-0.132
	-0.035
	-0.005
	-0.044
	-0.030

	RS
	
	1.402***
	
	1.262***
	0.890***
	0.480***
	0.383**

	KAC
	
	
	
	
	
	1.036***
	0.988***

	R2
	0.065
	0.118
	0.066
	0.059
	0.706
	0.794
	0.657

	Adj. R2
	0.041
	0.090
	0.042
	0.535
	0.697
	0.786
	0.644

	F
	2.764**
	65.487***
	2.820**
	38.756***
	76.469***
	101.459***
	50.445***

	Tolerance
	≥0.974
	≥0.898
	≥0.974
	≥0.898
	≥0.898
	≥0.287
	≥0.287

	VIF
	≤1.027
	≤1.113
	≤1.027
	≤1.113
	≤1.113
	≤3.487
	≤3.487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构建了“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研究模型，并就所获取的165个样本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外部的联盟能力和内部的知识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的双中介作用，揭开了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作用“黑箱”，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关系强度能够显著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研究结果表明，联盟关系的提升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沟通合作的效率，推动联盟知识合作顺利进行，从而对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往研究已经证实了关系强度能够促进联盟合作绩效的提升，本文将视角转向联盟企业自身的知识治理，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证实了关系强度促进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观点，拓展了知识治理在联盟企业中的研究，表明紧密的联盟关系为联盟企业知识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回答了“联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的问题。 
第二，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有助于联盟成员能力的培养，提高了企业的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研究结果遵循“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作用路径，表明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中介物”的作用，揭示了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内在机制，回答了“成员能力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
4.2 启示
第一，积极构建并维护联盟关系，增强联盟成员之间的“向心力”，促进企业知识治理。联盟企业应提升对关系资源的重视程度，积极培育并加强联盟关系。主动与联盟伙伴进行充分交流，在合作过程中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通过组织企业间的联谊和交流会等活动，促进彼此间的情感认同，减少联盟冲突。自觉履行联盟契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增进联盟信任。积极扩大合作范围，建立良好的关系资本，尽可能与联盟方达成共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联盟关系的不断增强，促进联盟企业自身知识治理水平的提升。
第二，注重联盟能力的积累，发挥联盟能力的桥梁作用，提高知识治理水平。联盟企业应该建立跨企业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确保与联盟伙伴沟通渠道顺畅，并根据联盟目标在其内部建立起针对性的协调处理程序，设置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提高协调效率，有效推动联盟活动的开展。同时，悉心听取联盟伙伴的建议，在面临困境时主动承担责任，增进联盟企业之间的信任。通过在合作过程中不断的归纳、总结，积累丰富的联盟经验和能力，从而促进联盟企业更加高效的知识治理。
第三，积极培育知识吸收能力，提升知识治理效果。联盟企业应该在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并通过强化技术知识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从而促进企业在联盟合作中快速准确地识别并获取所需要的外部知识。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内部知识分享活动，鼓励员工进行跨部门的信息分享，使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外部知识，加快新知识的转化应用。通过加强企业对新知识的识别、获取、转化和应用，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积累，从而提高联盟企业的知识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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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Alliance Abil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Ability

Abstract: The alli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close alliance relationship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level of enterpris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member capacity,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intensity on 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secondly, from external and internal perspectives, constructs a dual mediation model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alliance capabil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bility in the influence process, so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from two way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lationship streng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formal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Allianc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both play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s in the influence process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on formal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of alliance enterprise, which verifies the double mediation paths of member capacity. 
Key words: Alliance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Strength; Knowledge Governance; Alliance Ability; Knowledge Absorp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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